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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东亚同文

会对中国教育策略为中心》一文1（以下略为《清末》）中，本人对毓正女学堂2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

体过程做了说明和分析，强调了东亚同文会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毓正女学堂作为在

日俄战争大背景下发生在战争侧后方内蒙古的教育事例，其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完整体现了东亚同

文会与日本军部、外务省等方面合作，通过教育手段达到其国家政治目的、为当时日本大陆政策服

务的一个侧面。 

东亚同文会所推动的清末在内蒙古地区的教育活动，从其动机和内容来看，多少带有教育扩张

和渗透的意味。而反映此教育扩张和渗透的代表性现象就是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正是日本语

教育拉近了蒙古王公和蒙古民众与日本之间的距离，为日本实施教育之外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

有利的社会条件。毓正女学堂的教育内容充分说明了日本方面，特别是东亚同文会对日本语教育的

重视。那么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是否仅仅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偶然出现的教育现象？东亚

同文会在毓正女学堂成立之前还进行过哪些日本语教育活动？东亚同文会为何如此重视在中国的日

本语教育活动？就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从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大背景出发，对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主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通过对其策略内容进行考

察和分析，说明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并非偶然出现的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以东亚同文会为代

表的日本势力试图利用教育为其在中国获取更多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并进行教育扩张而进行的

有组织的一系列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I.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出现的历史条件 

根据关正昭（1997）的研究，日本语教育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 19 世纪末以前的

外国人为主体的日本语学习和日本语研究时期、19 世纪末至 1945 年的“侵略性”的日本语普及教育

时期、以及战后至现在的国际交流为目的的日本语教育时期［关正昭 1997：５］。本文所要论述的日

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和教育活动从时间上看正属于 19 世纪末开始的

“侵略性”日本语教育部分。东亚同文会主导下的日本语教育是否具有关正昭所说的“侵略性”，它

在日本语教育史第二个历史时期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这不仅需要分析其教育策略和教育活动的内容，

还要对这些策略和活动出现的大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做具体的考察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下面首先对

东亚同文会在日俄战争前所倡导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出现的历史条件做一介绍。 

                                                  
1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讨论文件 No.2012-5（http://hdl.handle.net/11094/23338）。 
2 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扎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所建立的“贡王三学”之一，成立于 190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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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 

    从国家层面来看，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建立是日本语教育从 19 世纪末开

始逐渐带有海外扩张渗透倾向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正是在既定的大陆扩张政策下，在教育一切

为天皇、为国家利益（包含向大陆扩张）服务的目标指引下，日本语教育具有了被利用为对外扩张

渗透工具的条件和可能。关于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形成的脉络，本人在《清末》 一文中已有

说明，因篇幅所限不加赘述。这里借助日本学者古川万太郎的研究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日本的大陆

扩张思想由来已久，明治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将其作为国家政策最终确立下来这一历史事实为日本

以后的一系列对外扩张活动，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扩张渗透打下了政治基础。 

关于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形成时间，日本学者看法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为日俄战争之

后，二为甲午战争之后，三为甲午战争之前［古川 1991：4］。古川万太郎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源流做

了系统的分析，介绍了从本田利明到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再到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明治政府官僚

的大陆扩张思想。他认为，“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侵略论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在官僚头脑

中酝酿了，并逐渐形成为明治政府的国家政策。”［古川 1991：5］并且，“在明治政府推进侵略朝鲜

政策时，山县有朋等策划者所设定的目标不仅仅限于朝鲜，还一直把中国放在计划之中。由此来看，

对于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时间，我们有必要将其设定在甲午战争之前这段时间。正是基于甲午战争

之前形成的大陆思想和政策，日本才会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条件，向清政府提出割让台湾的要

求，并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甲午战争归根到底是日本为了有效控制朝鲜而发动的战争。”［古川 1991：

4］ 

古川万太郎的研究说明，日本近代的大陆政策有较深的历史背景，征服大陆的思想在明治时期

之前就已经存在，明治政府以及后来的日本决策者只不过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政策的执行者罢了。

古川万太郎与多数中国学者一样，认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是以山县有朋的所谓“主权线”“利益线”

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的（在 1890 年 3 月的《山县有朋军备意见》和《外交政略论》中就有提出，1890

年 12 月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这一理论）。大陆政策作为明治政府的既

定政策在山县有朋为首的阁僚的推动下正式提出并确立下来。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大陆政策正式出台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发布了《教育勅語》（1890 年 10 月）。

而《教育勅語》背后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恰恰又是山县有朋。“山县有朋为了给森有礼以来的学制

改革赋予精神支柱，考虑有必要发布《教育敕语》。而且，这种考虑并不是在地方长官会议之后产生

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山县早已具有的对东亚地区即将发生的战争（即甲午战争——笔者加）

的预想，从他的军国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立场来看，为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必须要充实的第一是军

备，第二就是教育。”［堀松 1959：166］堀松武一的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山县有朋推动发布《教育敕语》

的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服务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山县有朋本人的一段话——“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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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利益线，对外政策上不可欠缺的第一是军备，第二就是教育。（中略）应该以教育的手段使国民养

成并保持爱国之观念”［堀松 1959：167］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在山县有朋的表述中，值得细细

琢磨的是，“教育”不再仅仅是面向国内的事业，而是被看做为指向“保护利益线”的“对外政策”

的不可欠缺的部分。另外，所谓的“以教育的手段使国民养成并保持爱国之观念”无非就是以《教

育敕语》所要求的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把日本国民统一在以天皇为代表的所谓的日本国家

意志之下，当大陆政策作为国家意志付诸实施时，要求任何国民和团体为其贡献一切力量。《清末》

一文中所论述的东亚同文会和河原操子的行为，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家主义教育政策达到了

山县有朋等人所期待的效果。没有国家主义教育，就不会有河原操子这样一个集“间谍论”和“教

育贡献论”为一身的极富争议的人物，当然毓正女学堂会不会产生也就成了疑问，毓正女学堂的教

育情况也会大为不同3。 

山县有朋等人推动发布的《教育勅語》在思想领域明确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日本教育领域的

主体地位，标志着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正式建立。它的内容规定了国家主义、皇国主义思想在

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其目的也是在于维护天皇的权威、统和全体国民的意志，以便更好地应对外来

的民族危机，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从《教育敕语》所规定的教育目标再联想到山县有朋的表述，

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判断，就是《教育勅語》在大陆政策正式确立之时由山县有朋推动提出意味着教

育以“国家主义”的形式被纳入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框架之内，日本近代教育从此时起就正式具有

了为大陆政策服务的倾向。可以说，直到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的很多教育政策和教育理论，特别是

有关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和理论，其根源都在于《教育敕语》，教育敕语让千百万日本民众成为了日本

对外扩张侵略的牺牲者。 

古川万太郎的关于大陆政策思想源流和形成过程的考察非常重要，根据他的研究我们至少从时

间上可以确定大陆政策、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与东亚同文会的对外教育策略，特别是日本语教育策略

之间的先后关系，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为进一步说明东亚同文会的对外教育策略与日本大陆政策

和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提供了条件。 

2） 东亚同文会的成立以及在此之前的日本国家的日本语教育经验 

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很多现实利益，但同时又使中国和日本开始面临更加

严峻的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战后西方各国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日本在这一竞争中一直处于

守势，特别是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的争夺上完全处于劣势。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强租

大连和旅顺，甚至有意独霸朝鲜的势头直接威胁到了日本。日本无力参与到列强分割中国的竞争当

中的现实，以及俄国势力南下带来的威胁迫使日本开始思考东亚新形势中的中日关系。于是，对抗

                                                  
3 就此问题，请参考包贺喜格图（2013）《河原操子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九州共立大学研究纪要》

第 3 卷第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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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保全中国，从而保全自己并实现自身势力在大陆的扩张就成为日本许多政治家的共同愿望。

东亚同文会就是在这样的东亚政治环境中于 1898 年 11 月合并先前的东亚会和同文会而形成的政治

团体，会长为近卫笃磨，副会长为长冈護美。其纲领中强调“保全中国；助成改善中国；研讨中国时

事并期望实际行动；唤起相应国论”（一年后在第二、三两项中的“中国”之后加入“朝鲜”，说明东

亚同文会对东亚大陆关注范围的扩大）。其“主意书”中则强调中日“同文同种”、“唇齿辅车”。 

东亚同文会的前身之一的同文会是以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为中心，由常年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

的乐善堂的岸田吟香、以及曾经加入到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门下的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岛真

雄等热心于中国事业的人加入组成的团体。它的活动包括日本国内和中国方面的研究调查、机关杂

志的出版发行、学校经营等各种内容。这说明在同文会阶段，近卫笃磨等人就已经十分重视教育活

动的开展。而到了东亚同文会时期教育更成为了其主要事业，以东亚同文书院为代表的在中国的各

种学校教育活动正是这方面的最好体现。 

教育活动中，东亚同文会尤其重视语言教育，这与前面提到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所处的被动地

位也有一定的关系。正如阿部洋所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围绕中国的政治、经济利权的

竞争变得激烈，日本教育界也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就是为了弥补在列强面前的绝对的劣势，需

要尽早培养出精通中国事务的人才。这已成为日本教育界刻不容缓的课题。［阿部 2002：123］”而精

通中国事务的前提，必然是要精通中国的语言。另外，甲午战争中所体现出的中国语人才不足这一

教训，也使日本教育界开始重视语言人才的培养［阿部 2002：124］。1896 年 1 月，《关于清韩露语

学校设置的建议》被递交到第九次帝国议会，三年之后的 1899 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正式成立。宫岛大

八作为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的开创者，也是于 1895 年 5 月回国并在东京平河町住所开办了“詠归

塾”（后于 1898 年改称善邻书院），开始了正规的中国语教育事业。除此之外，大鸟圭介在《支那语

学劝学说》一文中，批评了传统的日本式的“汉文训读法”，力主将中国语作为外语来进行正规的学

习。中岛裁之也在《关于支那传道》中提出“从日本佛教在清国的传道事业来看，培养精通清国语

言和人情风俗的人才也是不可欠缺的工作。”［阿部 2002：124］这些都表明，语言教育，特别是对日

本在中国扩张势力来讲必不可少的中国语教育事业在甲午战后日本落后于西方列强、并且急切的要

确保和扩大自己在中国利益的特殊形势中被逐渐重视起来。 

语言交流是双向的，日本方面既然可以认识到中国语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对日本语教育在这样

一个特殊时期所能发挥的作用当然也会心中有数。与对中国语教育的认识形成不同，日本对于日本

语教育在异民族同化问题上的所具有的强大功能有更早更系统的体会。这可以从日本对冲绳和台湾

地区的日本语教育经验上得到证明。 

日本在 1879 年设立了冲绳县，并同时发布了“教育令”，开始了对冲绳的皇民化教育。因当时

冲绳人对中国还抱有向往之情，为消除这一现象，培养冲绳人的日本国民意识，明治政府于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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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1880 年在县厅开设了“会话传习所”，并开始设立小学校，强力推行日本语教育。冲绳县学

务课编撰的《冲绳对话》教材也在 1880 年开始使用。据多仁安代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日本语教育、

皇民化教育，“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后，冲绳人对中国的依存意识完全消失了，学生入学率明显

上升，对日本本土的归属感也得到增强。”［多仁安代 2006：85］这说明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冲

绳的日本语教育已经起到了很大的同化作用。日本在冲绳一直实行日本语的标准语厉行运动，意图

消除冲绳方言，这种运动据说持续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多仁安代 2006：85］。可见日本对在冲绳的

日本语教育的重视。 

再看台湾方面。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把台湾给让给了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 50 年的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日本语教育的开创者是伊泽修二，他在《明治 28 年的教育社会》（1895 年 1 月、

《国家教育》杂志第 33 号）中阐述了他所理解的对新领地，对异民族进行殖民统治的“高超手段”。

他认为只用武力来征服是不够的，还要“以武力征服其外形的同时，施行精神上的征服。让他们忘

记旧国家，焕发新国民的精神。这也就是日本化的过程，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之具有与日本人相同

的思想，成为日本国家的真正国民” ［伊泽 1895④：10］。除此之外，他赴任台湾之前，还在《广

岛新闻》（1895 年 5 月 25 日）上表达了“尽力使（台湾人）通用日本语，然后再致力于他们头脑的

开拓”的想法［关正昭 1997：8］。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极力推动在台湾的日本语教育。1896 年伊

泽修二赴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并在台北郊外的芝山岩开始了“国语教育”（即日本语

教育）。之后“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相继成立，其中的日本语教育始终贯穿的主题就是尊皇爱

国（日本）的精神教育。伊泽修二在台湾的两年时间里，不仅设立学校，还在日本语教育上使用了

特殊的教学方法-——“对译法”，虽然在他离任后“对译法”被“直译法”取代，但是他的这些实践

表明，在他任学务部长期间，台湾的日本语教育摸索出了比较成型的教学方式。 

1880 年开始的冲绳的日本语教育和 1895 年开始的台湾日本语教育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令日

本政府满意的效果，并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这些实践和经验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外日本语教育扩张

政策形成的客观条件，当然也为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和朝鲜开展日本语教育奠定了思想和经验基础。 

Ⅱ.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 

如前所述，东亚同文会从以往日本语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甲午战争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特别

是俄国相抗衡，谋求在中国的现实利益的要求出发，认识到日本语教育在对中国的扩张和渗透中的

特殊意义。这种认识可以从东亚同文会及其成员的文章论述中得到证实。由于论文篇幅所限，下面

就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做一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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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那的觉醒与吾人的责任》（《东亚时论》第 10 号、1899 年 4 月 25 日发行、“东亚时

论”专栏）中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 

《东亚时论》第 10 号（1899 年 4 月 25 日发行）中的“东亚时论”专栏文章《支那的觉醒与吾

人的责任》一文中，明确阐明了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文化活动的基本构想”。文章认为日本发动

甲午战争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中国的觉醒，二是维护东亚的和平。中国的觉醒意味着甲午战争的

目的达到了一半，而另一半目标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分割热潮的出现而近于失败。因此，在中国面

临被瓜分的危险，且已出现觉醒迹象的形势下，日本应该起到“诱掖启发”的作用。文章从教育事

业、新闻杂志及译书、交通往来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日本方面对中国所应采取的具体“方策”。 

其中“教育事业”被列于第一位，并且提出了三项内容。第一项中说到，“应在中国各要地，如

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广州、福州等地由日本人亲自开设日本语学校，以便对中国的先进青年进

行教育。并且，如果我国人力所能及的话，还应在中国内陆要地开设日本语学校。”［东亚同文会 1899：

4］“中国人知道日本语易学易读，因此欲向其传授新知识就必须从开设语言学校开始。”［东亚同文

会 1899：4］第二项内容中特别提到应该借助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开设日本语学校，“如果中国的有志

之士有愿意开设日本语学校的，日本方面应该给与支持和指导，并向其派遣日本教师。这会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东亚同文会 1899：4］第三项内容则是提到让有意愿深造学习的中国学生务必来日

本留学，“百闻不如一见，即使不是来攻读专门学问的学生，他们也会达到通日本语、读日本书的程

度，并且会知晓当今时事，掌握文明之利器。”［东亚同文会 1899：4、5］ 

仔细观察东亚同文会所提出的对中国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想，我们会发现三项内容中无一例外在

强调日本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理念中，似乎日本语教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

构成要素，似乎如果离开日本语教育，中国对新文化新知识的吸收将会困难重重。正如甲午战争的

真实目的在于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实现对朝鲜的控制，而不是文中所说的为了东亚和平和中国的

觉醒一样，这里东亚同文会所强调的日本语教育也绝不仅仅是为了向中国的有志青年教授新知识新

文化，除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支援的目的之外，实现以日本语为代表的日本文化、日本教育在中国的

扩张和渗透才是其真实的意图所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初就在其对中国教育活动基本构想中突出强

调日本语教育的作用，这为以后该会的一系列日本语教育活动定下了方向基调。 

2）伊泽修二的《支那教育说》（《东亚时论》第 10、11、14 号）中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

策略 

    东亚同文会成立时，伊泽修二就加入为首批会员。在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他在东亚同文

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 10（1899 年 4 月）、11（1899 年 4 月）、14（1899 年 6 月）号上发表了

连载文章《支那教育说（1、2、3）》。从时间上看，该文章发表于伊泽修二任国家教育社会长、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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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刊物宣传国家主义教育，以及 1895 年赴台湾任学务局长、开展在台湾的日本语教育活

动之后。因此，毫无疑问伊泽修二是站在国家主义教育提倡者和实践者的立场撰写此文的。另外，

其在台湾开创日本语教育事业的经历应该是他在此文章中极力呼吁把日本语教育植入中国这一思想

认识的经验基础。下面就看一看伊泽修二在这篇文章中有关日本语教育的论述。 

    文中伊泽修二首先提出为何中国没能很好的接受西方文明的问题，他指出四点原因，一是中国

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形而下的东西没有真正给与重视。二是西方形而上的知识在中国也遭到排斥，

没有学者真正加以研究。三是所谓中国的文字和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精巧细致的思想。四是中国与

西方距离遥远，风俗人情大相径庭。 

    为了解决这些所谓的难点，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解救策略”。第一条就是“必须让中国学生学习

日语”。［伊泽修二 1899③：275］。这也是基于他所说的中国的文字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的精致思想

的想法。他认为与汉语相反，日语“在语格、屈折、时态变化等方面与西方语言相近，不管多么细微

精致的思想都可以很好地加以记述。这是和汉语相比非常优越的地方。日语文字中夹杂着汉字，这

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极为易学且易于理解之处，因此要想在中国普及西方文明，以日语为媒介是最好

的策略。”［伊泽修二 1899③：275］因此，他“建议不仅是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中国的各个学

校也必须要让学生学习正规语法指导下的日语。而且，这种讲授日语的地点不可以只限于所谓的新

式学校，在中国全国的学校都要作为一般必修科目加以切实规定。”［伊泽修二 1899③：275］ 

    伊泽修二的第二条“解救策略”是在中国“奖励理工科学和哲学的讲授”。这一条中他除了建议

中国在学校教育中大力讲授理工科学和哲学课程之外，还特别强调这些科目最好用日语来讲授，并

且他支持派遣日本教习到中国担任这些讲授指导任务［伊泽修二 1899③：276-277］。 

伊泽修二的最后一条“解救策略”是“确定中国的大的教育方向”。这其中他强调了三个“要义”，

第一要义是把理学数学等科目加入到中国官私教育科目之中。第二要义是把儒教作为一个宗教独立

起来，使哲学、政治、法学等学科可以与儒教脱离开，从而便于开展大规模的研究。第三要义是奖

励外国语的学习，特别是把日语作为必修科目加入到学校课程计划之中。他认为这三个要义要是得

到落实，“中国大的教育方针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从大学到小学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得到完备和发展。”

［伊泽修二 1899③：277-278］ 

    伊泽修二的这个对中国教育意见中特别强调日语相对于汉语的优越性，强调要把日语的讲授和

学习确定为中国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日语这个语言的讲授和学习，中国

的教育才能真正走向“完备”，中国的教育才会取得切实的成效，中国才会真正学习到西方先进的文

明。这时的伊泽修二所提出的对中国教育意见其实还是他以往教育渗透教育侵略思想的延续，只不

过不同的是，这时的伊泽修二已经经历了在台湾的日语教育实践，这使他更加确信语言在教育扩张

和渗透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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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亚同文会主导的《对清教育策》中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 

    《对清教育策》以社论形式共分六次连载于《教育时论》4第 607-612 号（1902 年 2 月 25 日-4

月 15 日）。笔者之所以认为《对清教育策》与东亚同文会有关，有以下依据。首先，明治 30 年代至

40 年代（大致 1898 年至 1918 年）日本开发社《教育时论》的社长兼编辑人是汤本武比古与提倡“中

国保全论”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在政治立场上比较接近［阿部 2002：125］。另外，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段时间，开发社中致力于中国教育问题研究的副社长兼《教育时论》编辑主任辻武雄也

是东亚同文会会员（1899 年 4 月入会）。他曾在 1898 年 8 月赴中国进行教育状况调查，并在《清国

新式学校概况》一文中就当时中国人热衷于学习日本语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前略）他们虽知日本

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有不足之处，但为一时的便宜，奖励修习日本语，并认为这是（较快学习先进

知识的——笔者加）上策。我在中国的日本国民，有心者，应了解此情况，乘此机会将日本语根植

于他们中间，以便于将来建立更为紧密的政治、经济上的关系。”［阿部 2002：130］由此可以看出，

辻武雄热心于以教育改善中国这一点上与东亚同文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以日本语的学习来促进中日

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也暴露出他通过教育达到一些其他国家目的的企图，这也与东亚同文会一致。

从时间上看，《对清教育策》是在甲午战后，特别是 1898 年到 1902 年这段时间里逐步成型的，与辻

武雄加入东亚同文会并担当《教育时论》编辑实务的时间相一致。总之，人际关系上，政治观念上，

《教育时论》与东亚同文会有实质性的内在关系。此外，正如《清末》一文中介绍的，井手三郎、根

津一等东亚同文会重要成员也在《教育时论》发表关于对中国教育策略的文章，直接参与到了《对

清教育策》形成过程之中。因此，综合以上情况进行判断，可以得出《对清教育策》与东亚同文会有

紧密关系，甚至出自东亚同文会的结论。 

    《对清教育策》分六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总结中国当时教育革新的新进展（废八股，兴

学校，奖游学），强调这种形势下，尤其是列强教育势力争夺中国教育权的情况下日本扶助中国教育

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日本人远渡中国，兴办各种事业，并欲逐渐扶植日本势力，就必须保持中国

的和平状态，帮助振兴其文化教育”［教育时论社说 1902：3］。当然，这里突出强调日本的先进国家、

东西文明调和者的优越地位，反复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教育援助是“世界人道中的国家天职”［教育时

论社说 1902：4］。 

其后的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教育政策的具体措施的提示。主要内容有，

应设立清国教育调查会；日本教育家应陆续赴中国实际考察；应在清国要地设立日本国语学校；应

扩展日本的汉语科和汉学科；应让清国聘用日本学务顾问；应让清国聘用日本人充任学校教师；应

培养赴清国任教的学校教师；应设立收容清国留学生的预备校及其宿舍；应加强日本与清国间的教

                                                  
4 创刊于 1885 年，昭和初期停刊。日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杂志，对当时教育舆论的形成起到关键

作用。明治后期积极关注中国教育，其对中国教育策略与东亚同文会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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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上的联系；应设立译书局； 

在题为“应在清国要地设立日本国语学校”一节中，明确提出日本“今日之急务就是尽早在中

国要地设立我国语学校（即日本语学校——笔者加），依托教育输入我文化，扶植我势力。我政府应

尽快着手制定此类学校的设立计划，次第行之，以期今后在政事上、通商上产生良好效果。”［教育

时论社说 1902②：5］不仅如此，文章还对设立日本语学校的地点、教学内容、资金来源做了规划。

作为设立地点，北京、南京、汉口、福州等四城市被列为首选，其后渐次展开的预定地点是：天津、

牛庄、济南、苏州、杭州、长沙、成都、重庆、厦门、广州。教授科目为日本语和普通学科，经费为

日本国库支出（文中特别指出由清朝政府的赔款中支出）。 

对于日本语教育会带来的效果，文中也做了预测——“其结果，我国语将通过其子弟逐渐传播

至家族和乡里，随着对我国文化国情的了解，其必会敬慕我国，需要我国之产品，信赖我国人，并

与我共同开办经营各种事业。”［教育时论社说 1902②：5］这样的预测和期待又一次证明了对中国施

行日本语教育的输入、日本教育文化的输入，目的还是在于“扶植我势力”，并“在政事上、通商上

产生良好效果”。 

4）户水宽人的《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1902 年 8 月、《外交时报》第 5卷 55 号）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教授、法学博士户水宽人具有强烈的大陆扩张意识，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忠

实支持者。他一直关注满洲、蒙古和俄罗斯方面的情况，撰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并实地考察了

长城沿线和蒙古地区。在《万里长城及蒙古旅行谈》中，他曾说，“我总是可怜日本政治家所从事的

工作规模之小，这些政治家实在应该放眼大陆，做规模大一些的工作”［户水 1902②：14］。这里暗

含了日本应向大陆扩张的意图。另外，他在《张家口外的俄国人势力》一文中还说，“俄国人要向张

家口铺设铁路，并要设立专管居留地，以此在张家口扶植俄国势力，压制北京。（中略）如此，北京

将被俄国人彻底压制。我日本方面该做些什么应对此局面呢，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在我看来，应

尽快与俄国一战，挫败其势力，如若成功北京将免于受制于俄国。因此，应尽可能将日本势力至少

推进到张家口一线。”［户水 1902③：26］这些言论清楚无疑的表明了户水宽人支持日本向大陆扩张

的立场。 

关于户水宽人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他的大陆扩张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具体表现如何，发表过

哪些有关满蒙和俄国的意见等考察有待今后进行。现就户水宽人作为东亚同文会会员（于 1901 年 2

月加入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报告之会报 1901：176］如何倡导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做一简单

说明。 

户水宽人于 1902 年 8 月在《外交时报》（第 5 卷 55 号）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日本语的移植和东

洋的勃兴》。文中首先对中国努力学习日本，日本派遣大量专家顾问赴中国援助表示支持，并明确指

出在对中国的教育“开发”和文化“输入”上，“最好的方法、最应特别重视的手段就是日本语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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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户水 1902：70］户水对日本方面以译书的形式进行对中国的教育开发和文化输入表示赞同，

但觉得这样还不够，他认为，“应该再进一步，让中国人直接阅读日本文字。在中国，如果官方和民

间都提倡读日本文章，并在其各个教育机构、各学校教授日本语的话，中国人的智力开发、日本文

明的输入就指日可待了。”［户水 1902：70］而且，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形而上的学问过多，形而

下的研究不足。而“如果中国知识人能努力研究学习日本语，直接用日本语来阅读，引进形而下的

诸学问，旧来的迷信误想也就不难排除掉。有朝一日排除迷信误想，开发中国人智识，导入日本文

明都得以实现的话，东洋的勃兴也就随之而来了。”［户水 1902：71］ 

    最能体现户水宽人用日本语教育实现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甚至侵略意图的是文章最后部

分。户水引用了满清在占领中国大陆初期施行满语扩张，最终失败的例子，承认日本语在中国的扩

张也并非易事。但他觉得日本不会失败，他说，“清初之时，汉人的文明实在满人之上，因此满人最

终被汉人同化，以致今天满人自身也不得不使用汉语。而今日的日本与中国相比较，日本的新文明

远高于中国。因此，只要方法得当，日本语在中国的移植还是可以成功的。”［户水 1902：72］文章

最后，户水谈到“（前略）东洋事务由东洋人自己来处理，不容欧美人插手。如果做到这样，东洋人

的幸福将比今日大几十倍。而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应切实完成对中国的日本语的移植。我所希望的

日本语在中国的普及，不仅意味着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还意味着中日携手创造东洋的勃兴。”［户

水 1902：73］ 

    户水宽人的文章表面上是要追求东亚的繁荣，实际是在谋求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势力扩张，这从

他的表述再联系到他一贯的支持大陆政策的立场上可以判断出来。尤其是引用满清的满语扩张的例

子后发表的言论，把他的日本语扩张意图暴露无遗。 

结语 

    以上，就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及其出现的历史条件作了概述性的

介绍和分析。从这些东亚同文会及其成员，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教育时论》杂志的言论可以看

出，东亚同文会在对抗俄国、保全中国这一总政治目标之下提出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言论

具有明显的教育扩张和渗透，并谋求其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倾向。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要

全面抹杀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援助的积极意义，正像河原操子的思想和行动所体现出的“教育援

助者”和“战争协作者”共存于一身，以及毓正女学堂在内蒙古近代教育上的积极贡献和在日俄战

争中所起到的协从作用同时并存一样，东亚同文会在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作用也应该从正反两个方

面得到客观的观察和判断。 

    另外，作为补充内容要交代的是，在这样一个系统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的影响下，东亚同

文会先后进行了许多日本语教育活动。概略观之，其代表性的有关日本语教育的学校有：福州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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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1898 年）、南京同文书院（1900 年）、东亚同文书院（上海、1901 年）北京东文学社（1901

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1903 年）等。在朝鲜半岛还设立了城津学堂（1899 年 10 月）、

平壤日语学校（1899 年 10 月）。从此情况来看，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的毓正女学堂正是东亚同文会所

设立的学校中的一个，其日本语教育设立的目的和教育内容与其他学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简单来

说，就是被利用为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工具。东亚同文会兴办经营的各学校身上的这种共性，也许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活动的扩张性、渗透性确实存在。由此，认为东亚同

文会在日俄战争前的日本语教育具有关正昭所说的“侵略性”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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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 

東亜同文会は、日露戦争の戦略的要地である内蒙古における毓正女学堂設にあたって決定的役

割を果した。毓正女学堂の教育活動の実態から、東亜同文会の中国への教育拡張、教育浸透の傾

向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なかでも日本語教育方策がこの傾向の代表的なものとして注目さ

れる。すなわち、日本語教育によって蒙古社会に日本国家への親近感を生みだし、それによって

日本側の内蒙古における教育以外の政治的、軍事的な活動を構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毓正女学堂

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孤立的な歴史現象ではなく、東亜同文会を代表とする日本勢力の推進した

一連の在中国教育拡張、教育浸透活動の中の典型的な事例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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